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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宋代散剂盛行进行追本溯源的探讨，认为散剂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种古老的中药剂型之所以在宋

代到达鼎盛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散剂历史悠久，历来为方药主要剂型；二是唐末五代战乱频繁，药材供应短缺，散剂应运

而生；三是宋代政府重视发展医药，导致药材需求增加；四是宋代三大官修方书的普及，使得散剂成为一种用药规范；五是宋

政府医疗机构的设置和政府经营药材的模式，为推行散剂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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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剂是将药物研碎，成为均匀混合的干燥粉末，

有内服和外用两种［１］。内服散中又分调散和煮散，

其中调散是以细末为剂，用茶、酒、蜜、白汤或热粥等
调服，如川芎茶调散、七厘散；煮散则有细末入煎连
液服和粗末入煎去渣服之别，前者如《金匮要略》薏
苡附子败酱散，后者如《和剂局方》人参败毒散［２］。

外用散一般作为外敷、掺撒疮面或患病部位，如生肌
散、金黄散等；亦有作点眼、吹喉、刷牙等外用者。应
该说，散剂的历史由来已久，是一种古老的中药剂
型，具有制备简单、便于取用、方便保存等优点。迨
至宋代，由于宋代政府的大力推广，使得散剂的应用
达到鼎盛，汉唐时期的汤剂，在这一时期几乎完全被
煮散所取代。很多学者认为散剂在宋代的盛行主要
是政府的力量，我们以为宋代政府推行散剂有其深
刻的历史背景，而并非突兀之举，本文将试从以下几
方面探讨宋代散剂盛行的原因与背景。

１　散剂历史悠久，历来为方药主要剂型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先秦两汉至宋代期间各大

医书记载的方剂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剂型就是散剂，

其次是汤剂、丸剂与膏剂［３］。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
帛书《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医
书，其中就有散剂的记载［４］，而同时出土的其他三部
收录医方的医籍《养生方》、《胎产方》、《杂疗方》中也
均有散剂的记载。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１３方
中有２个为散剂，且均为内服。１９７２年甘肃武威汉
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据推测其成书时间要晚
于《五十二病方》而早于《伤寒杂病论》，其中收录的
剂型有９种，散剂为主要剂型。

而至东汉《伤寒杂病论》所载２５２方中，散剂共
有３５方，约占１４％，其中单味散剂５首，复方散剂

３０首，《伤寒论》中散剂数目不多，共８个，但较之前
代，制备方法多样，制备尤为精良，《金匮要略》中散
剂是出现频次位列第二的剂型，且大量运用煮散之
法［５］。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剂
型为丸、散、汤剂，其中散剂既有内服又有外用，既有
直接调服又有煎煮服用，尤其是对一些有毒中药常
制成散剂服用，如“附子一枚，炮，去皮脐，为末，每服
四钱”，“天南星，为末，每服三钱”［６］，由于该书很多
方剂是为治疗一些急危病症而设，因而散剂易于吸
收、起效迅速的特点更符合其治病需求［７］。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虽仅载有少量药方，
如麦门冬汤、麻黄汤，而无具体方药组成及剂量剂型
记载，但该书专列一卷（卷六）为“解散诸病”，是针对
当时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为求长生不老、强身健体服
用五石散出现的多种服药反应而设。服用五石散虽
属当时不良之风盛行并为后世所不齿，但却反映了
当时服散的盛行。
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常会见到

“捣筛为粗散，和搅令匀”或“右××味，治下筛，酒服
方寸匕”之方后注［８］，并首次使用“煮散”一词，如续
命煮散、防风煮散、独活煮散等，该书所载方剂中出
现频次最高的剂型为汤剂，其次为散、丸剂，散剂的
种类也明显增多，有内服、外敷、散布、洗浴、搽抹、小
筒吸入、吹鼻等多种用法，极大地丰富了散剂的临床
应用［９］。汇集了初唐以及唐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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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外台秘要》中共有４０多个中药剂型，其中出现频
次最高的为汤剂，其次为丸散之剂［３］，如“捣筛为
散”、“捣下筛”、“捣诸药，下筛为散”等，均是服散之
剂［１０］。
至宋代由政府推广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７８８方中，散剂共有３２９方，约占总方的１／３，而在宋
代及其之后的方书中，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
录》、《济生方》、《仁斋直指方》、《普济方》等书中均可
见大量散剂记载［１１］。至此散剂的应用达到了鼎盛
时期。可见散剂的发展历史，源于先秦，见于东汉，
定名于唐，鼎盛于宋，衰落于明清，延续至近代，在唐
宋时期发展成熟［１２］。虽然散剂在宋代的盛行与官
方推广密切相关，但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散剂历来
都是中药方剂临床应用的主要剂型。

２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药材供应短缺，散剂应运而生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散剂自唐末、五代便开始盛

行，自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始，战乱不
断，交通堵塞，药材的生产运输受到严重限制。至五
代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加剧，药材的供应更是
难题，为了节约药材和运输方便，煮散便应运而生，
而本来常用的汤剂因药材供应的限制，也被改为能
节省药材的煮散。宋代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一书
对此曾有记载：“唐自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至于五
代，天下兵戈，道路艰难，四方草石，鲜有交通，故医
家省约，以汤为煮散”［１３］。而在《伤寒总病论·上苏
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庞安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近世之人，嗜欲益深，天行灾多，用药极费。日
月愈促，地脉愈薄，产药至少。何以知之，安时常于
民家，见其远祖所录方册，上记昔事迹，其间有广顺
年，巴豆每两千二足，故以知药石不交通也。……年
代近季，天灾愈多，用药极费也。礜石、曾青之类，古
人治众病痼瘕大要之药，今王公大人家尚或缺用，民
间可知矣。人参当皇祐年，每两千四五，白术自来每
两十数文，今增至四五百，所出州土，不绝如带，民家
苗种，以获厚利，足以知地脉愈薄，产药至少矣。汤
液之制，遭值天下祸乱之久，地脉薄产之时，天灾众
多之世，安得不吝惜而为煮散乎”［１３］，此段文字中庞
安时以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描述了自安史之乱以
来药物不相交通、产量下降，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形，
并认为此种情形之下，煮散实乃必要之举。
可见唐末、五代时期的煮散渐次兴起，与战乱不

断造成的国家分裂、交通不便有着密切的关系。至
公元９６０年，宋统一全国之后，盛行煮散的习惯并未

停止，而是继续沿用［１４］，加之宋代政府于建国之初
便颁行了一系列发展医药的措施，并多次寻访医药
人员及医药书籍，进行官修整理，将搜集的众多古今
方剂以散剂的形式编成官修方书颁行于世，遂使得
散剂在宋代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发达、交通运输
也相对便利的情况下仍一直沿用了下来。对此，近
代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评价宋人煮散之由来：“宋
人所以创为煮散者，盖由五代裂之际，远方药物，致
之不易，于是减省其量，而以散煮服之。沿及宋时，
遂为常法。古人治药，或咀，或刀剉，今研治为散，
则煮之易出，胜于咀、刀剉者。故量虽轻，而效几
相若，此其用之巧也”［１５］。

３　宋政府重视发展医药，导致药材需求增加
近代中医教育家、医史学家谢观先生曾说过：

“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１６］。廖育
群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中认为：“在中国
医学发展史上，要说对医学关注最多的王朝，当数北
宋时期”［１７］。当代中医文献学者李经纬教授也认
为：“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
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
为突出”［１８］。有学者统计，两宋时期朝廷共颁布了

８３７条与医学有关的诏令，内容涉及医学文献校正、
编修与刊行，不同社会阶层疾病的救治，医学教育、
医疗机构、临时医院、慈善机构的设置及管理，不同
医学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及奖惩，改革风俗、决
狱、控制和改造巫医，颁布五运六气和月令，对海外
药材的管理，其中对社会各阶层疾病的救治诏令最
多，共３３３次，足见宋政府对医疗事业的关注程度之
重，为历代政府所不及［１９］。
另据统计，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１０４１－

１０４８年），神宗熙宁年间（公元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徽
宗崇宁年间（公元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由朝廷发动和扶
持的三次兴学高潮的出现，使得医学教育体制呈现
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如独立医学教育管理机构
的设置、医学教材的编辑、教具教法的创新、合理的
考评制度、多层次的课程设置以及医学生源多样化，
促使宋代医学教育达到空前的繁荣，也培养了大批
医学人才［２０］。这种自朝廷而下的重视发展医药之
举，也从侧面导致了药材需求的增加，从而使散剂的
推广应用得以持续下来。

４　宋代三大官修方书的普及，使得散剂成为一种用
药规范

宋代在医学上取得的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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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书的收集与整理，应该说，“蒐辑方书”在宋代达
到了顶峰。自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２年）至政和七
年（公元１１１７年）陆续刊行了三大官修方书《太平圣
惠方》（约成书于公元９９６年）、《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初刊于公元１０７８年）、《圣济总录》（刊于公元１１１７
年）。其中，《太平圣惠方》缩编之后作为当时的医学
教材应用了数百年；《圣济总录》全书二百卷，收方二
万首，将历代方书囊括无遗；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更因其疗效卓著、制备详细、服法便捷，而成为对后
世影响最大的方典之作。谢观先生曾评论宋代方书
说：“医家之书，经宋人蒐辑传世者，医经类甚少，同
一经方也，本草类亦甚少，而方书独多。盖医理深
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
众，而流传亦易”［１６］。可见方书比起医理深邃的医
经著作或药性复杂的本草著作而言，更容易进行推
广，更方便普通百姓进行医疗保健，同时也成为朝廷
推行“仁政”的有效手段。而官办医学教育的推广，
以方书为医学基础教材的普及，使得方书中所载散
剂成为一种用药规范被推而广之并逐渐达到鼎盛。

５　宋政府医疗机构的设置和政府经营药材的模式，
为推行散剂提供保障

另外，宋代政府相关医药机构的设置以及政府
经营药材的模式也使得散剂得以大力推行。如太医
局先后设立了熟药所、修合药所，后分别改名为医药
惠民局与医药和剂惠民局，此后又改名为太平惠民
局，并很快从京师到地方各省均陆续成立了“惠民药
局”，局内藏有官府颁给的监本医书，以方便百姓购
药诊疾［２１］。这些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一直持续到
元明两代，形成“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给药以
归”［２２］的局面，为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另者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实行“市易法”，即由政
府控制药品交易，禁止商人投机。药物的炮制、加工
与发售也由官方统一掌控，《宋史·职官》记载：“和
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２３］，而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正是在这时应运而生，它由政
府组织编修并颁行全国，书中制定了相应的炮制与
配方规范，各地药局均需按书中规定配制成药备售。
药局专设文武官员各一名以监督成药的制造与出

售，并刊刻药局的印记，总局刻“和剂局记”四字，作
为出售药品的图记，这是我国最早的药品标签上规
格标准的法定标记，足见当时官府制备药材之规范
与严格［２４］。由于该书方后主治证候、调服方法、药
物组成、禁忌加减、药物炮制、剂型修制等，对于规范

成药生产过程，保证药品质量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因
此具有配方手册和推广成药的用途。这种由政府控
制药材加工、炮制与出售的模式既保证了药材的质
量，也为散剂的推广与盛行奠定了基础［２１］。

６　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于唐末、五代国家分裂、

战乱的历史原因，使得药材供应极为短缺，在这种情
势之下，为了节省药材，散剂应运而生，散剂在经历
了唐末、五代百余年的流行，至宋代这一习惯仍未停
止，于是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便继续沿用。两宋时期
政府把医学作为推行“仁政”的重要手段，颁布了一
系列措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大大推进了传统医学
的发展，其中很多医药相关机构以及医学教育制度
的设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时
代背景之下，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疾病救治，散剂这种
更便于保存携带及进行规范修制的剂型便取代了汤

剂而大行于世，为维护百姓的生命健康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因此，散剂在宋代得以盛行，既非政府突兀
之举，亦非政府一方之力，乃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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癜性肾炎、ＩｇＡ肾病等，妇女常伴发生妇科炎症，临
床所见小腹疼、月经不调、白带增多、阴痒等，加用以
薏苡附子败酱散为主方，药用：（制）附子、薏苡仁、败
酱草、土茯苓、红藤等。男性常伴发前列腺炎，临床
可见尿频、夜尿增多、尿不尽感等，用药常酌加以滋
肾通关丸为主方的经验方，药用：肉桂、黄柏、知母、
败酱草、土茯苓、苦参、淫羊藿、韭子、蛇床子、小茴
香、荔枝核、乌药等。③胃肠道炎症：临床患者可有
反复的腹痛，腹泻、纳差等伴随症状，常用香连丸、升
阳益胃汤为主方的经验方，药用：黄连、木香、白芍、
吴茱萸、荜苃、黄芪、党参、（炒）白术等；④皮肤感染：
临床亦见一些患者由皮肤的多发性疖、皮肤溃疡、痤
疮等而引起，且因疖肿的不断发生而使肾炎病情反
复，常用药中加入五味消毒饮、清胃散、泻白散等［２］。
通过对各种急慢性炎症进行积极治疗，消除诱发因
素，使标实之证得到控制，起到“澄源”的作用。

３　截流
截流主要针对蛋白尿、血尿所采取的治疗措施，

蛋白尿明显时通常要加大补肾固精等药物的用量，
如巴戟天，桑螵蛸，僵蚕，淫羊藿，菟丝子，紫河车等；
血尿明显时加入赤芍，牡丹皮，水牛角，生地黄，龙眼
肉，（炒）酸枣仁，仙鹤草，墨旱莲，茜草，紫草等以加强
凉血止血、养血之功效，以便及时控制这些体内精微
物质的流失，恢复脾肾的正常封藏、固摄、升清作用。
另外，临床许多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的患者，

由于失治、误治，最终发展成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因
此如何延缓慢性肾炎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慢性肾
功能衰竭患者肾功能损害，不能很好地排泄代谢产
物，导致体内肌酐，尿素氮等代谢产物的蓄积，中医
称之为“浊毒”。浊毒会加重肾功能的损害而造成恶

性循环。朱老师认为，肾络瘀阻，肾阳虚衰、浊毒不
化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主要病机［３］，对于慢性肾炎
有肾功能损害的患者，仍以补益脾肾，调节免疫功
能，纠正开阖失司，活血化瘀，取肾炎方加用当归四
逆汤，合大剂量的（制）附子、大黄等以疏通肾络、补
肾振阳，清热泄毒。当归四逆汤养血活血通脉，能够
改善肾脏血循环，增加肾脏血容量，促进体内浊毒排
出，而附子为补阳药，可振奋阳气，激活肾小球细胞，
恢复肾功能。大黄可抑制肠道对含氮物的吸收，排
泄尿素氮，降低血肌酐，对氮质血症有效。上药共用
可温肾振阳，化浊泄毒，延缓肾衰，寒热攻补兼施，在
邪毒较重时，必须还加外治灌肠法，以内外同施，标
本兼顾，尽快导邪毒从下而出，保存正气。如果患者
能够坚持用药治疗，可以有效阻止病情进展，保持理
化指标基本稳定，从而改善生活质量［４］。
总之，肾系病证病情复杂多变，朱老师认为，培

本是治疗慢性肾病基础，澄源是减少慢性肾病复发
的关键因素，截流是慢性肾病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
只有把三者有机的结合，并且在临床中随症加减，可
获得满意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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